基于科技奖励理论的高校科研奖励政策同质化
与科研异化探究
徐炜 杨忠泰[footnoteRef:1] [1: 基金项目：陕西省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项目、“基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陕西技术创新模式转变路径与政策体系研究”（2018Z054）。
作者简介：徐炜（1981－），女，内蒙呼和浩特人，副教授，主要从事高校科研管理研究。
杨忠泰（1958－），男，陕西礼泉人，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科技创新管理。] 

（西安交通工程学院人文与经济管理学院 陕西西安710300）
摘要：高校科研奖励政策本质是一种激励科研功利主义行为。其在生成、演化过程中所形成的“指标—量化—奖励”模式，存在奖励形式的一致性，奖励内容、依据的统一性等同质化问题，已严重脱离我国高校高质量发展和科技成果的内涵属性。它割裂科研内容和形式、混淆科研目的和手段、过程和结果的辩证统一关系，助推“常态”科研，偏离科研规律，异化科研求真创新的本质。其形成的“论文挂帅”，论文发表与论文引用、科研项目、科研获奖相互派生、放大的“马态效应”，加剧科研功利化，消解高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完成，异化科研目标。并在奖励内容、奖励次数存在严重重复奖。应按照分类分阶段精准治理的思路，首先建立起以形式服从内容、手段服务目的以质量为导向的内涵评价体系，并切实解决科研评价中定量指标偏离质量属性的问题。要下决心克服“便利行政”的“赖政”行为，从思想深处走出“不以SCI等论文量化指标体系评价、奖励、激励科研，那以什么为标准？”伪命题的误区，尽快取消科研论文奖励，并逐步取消相关重复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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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mogenization of University Scientific Research Reward Policy Based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ward Research on Alienation with Scientific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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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GoBack]Abstract: The nature of university research award policy is an act of stimulating scientific research utilitarianism. The "indicator-quantification-reward" model formed in the process of generation and evolution has problems of consistency in reward forms, and the uniformity of reward content and basis. It has been seriously separated from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of Chinese universities. It divides the content and form of scientific research, confuses the dialectical and unified relationship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urposes and methods, processes and results, promotes "normal" scientific research, deviates from the law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alienates the essence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The resulting "paper in command", the "Matthew Effect" derived from the publication of papers, citations, scientific research projects,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awards, amplifies the utilitarianizati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 dispels the accomplishment of the fundamental tasks of university leadership, and alienates scientific research goals. And there are serious duplicate awards in the reward content and the number of reward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idea of categorized and staged precise governance, first establish a connotation evaluation system with form obeying content, means serving purpose and quality-oriented, and effectively solving the problem of quantitative indicators deviating from quality attributes in scientific research evaluation. We must be determined to overcome the "policy-dependent" behavior of "facilitating administration", and get out of the ideological depths of "not using SCI and other quantitative index systems to evaluate, reward, and encourage scientific research, what is the standard?" The false proposition should be eliminated as soon as possible, and gradually cancel related duplicate aw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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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全国教育大会上明确指出要健全立德树人机制，坚决克服“五唯”顽疾，从根本上解决评价指挥棒问题。为切实落实习总书记这一重要讲话精神，科技部等五部委、教育部在全国组织开展破“四唯”、“五唯”专项行动，其中教育部要重点清理整顿“学科评估、‘双一流’建设、成果奖励、人才项目”等活动中涉及“四唯”的做法[1]。尤其是2020年2月科技部、教育部先后发出通知，国家首次以正式文件的形式，明确要求全国各高校都“要取消直接依据SCI论文相关指标对个人和院系的奖励”[2]，“对存在奖励论文发表的相关高校等……予以处理并责令整改”[3]。进一步，2020年7月29日，科技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发出通知，要求“科学、理性看待学术论文，注重论文质量和水平，不将论文数量、影响因子等与奖励奖金挂钩，不使用国家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专项资金奖励论文发表[4]。事实上，在我国目前高校科研奖励政策中，除对SCI论文等科研成果给予奖励外，还普遍存在对科研项目、科研获奖、论文引用等更不合理的科研重复奖，并出现严重的同质化。是学术造假、学术失范、败坏学术风气等各种严重问题的重要原因。但高校管理者却因其满足“数量思维”的偏好，运用起来得心应手，而无法舍弃它；加之一些高校对如何“破”，和“枪打出头鸟”的担忧，仍在坐等观望，使得破“五唯”的政治任务难以在基层高校落地。在此背景下，加快高校科研奖励政策的治理更值得关注。本文仅基于科技奖励理论，从科研异化角度作一探讨。
一、高校科研奖励政策的同质化
20世纪90年代末，是我国高校科研奖励政策产生的一个重要时间节点。个别研究型高校为使科研论文，尤其是SCI论文数量在短期内有一个突破性增长，便对本校教师发表的科研论文给予数额不等的奖励。这一政策措施确实使该校在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编制的《中国科技论文统计与分析年度研究报告》（即中国“学术榜”）实现“八连冠”。
此后，随国科教兴国战略的深入，国家推出“211工程”、科研课题（项目）制等各项重大政策措施，其实施都是以契约的形式进行管理。同时，在我国现行科研体制和科研评价机制下，被嵌入到复杂的“机构化升迁链和问责链”的教育行政部门领导和高校管理者，出于科技创新发展及学校发展并获得更多的政绩；以及我国长期政府高校学科、专业评估、学位点申请、社会大学排名机制和指标体系过份依赖显性的、可量化的科研产出，考生及其家长对排名靠前高校优先选择的压力下，各高校为实现科研产出量的激增和质量的提高，争取学校排名靠前，以求得在日益激烈的高校竞争市场中胜出。于是，高校实施科研奖励政策就逐渐成为一种集体行为，并逐步走向同质化，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
总体看，高校科研奖励政策将政策文本中各奖项的数量、层级和金额等相关数据，与教师科研论文、著作、专利等科研成果、各级科研获奖及论文引用等科研产出的相关数据相对应，从而使教师获得自己应得的科研奖金。形成我国高校特有的科研奖励“指标—量化—奖励”模式。其奖励政策结构如下表1
表1 高校科研奖励政策结构分解表
	指标名称
	指标内容
	量化结构
	奖励特点

	科研成果
	论文、专著
	成果数量、层级
	以量化为依据，属于科研活动结果的奖励

	
	专利、标准
	
	

	
	咨政报告
	
	

	论文引用
	论文他引频次
	引用频次
	以量化为依据，属于科研活动结果的奖励

	
	ESI高被引论文
	
	

	科研项目
	纵向、横向科研项目
	项目数量、层级、到账经费多少
	以量化为依据，属于科研活动过程的奖励

	科研获奖
	政府科技奖
社会科技奖
	获奖数量、层级
	以量化为依据，属于科研活动结果的派生待遇

	科研绩效
	科研业绩点
	科研业绩点总和
	以量化为依据，属于科研活动过程和结果的奖励


从制度理论的观点来看，制度同质是指组织为增强自身的合法性，日益遵从其他同类组织采用的制度形式和内容[5]153。制度结构成为行动主体表现各种行为的具体场景，那些竞争能力强的组织往往试图把其自身的目标和程序作为一种制度规则，吸引其他行动主体进入该制度框架并进行相互模仿，以实现跟随性发展和获得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样，尽管我国高校科研奖励政策从产生初期，一直为社会各界所诟病，但还是在理性选择和强制性（政府评价高校指标的科研化导向），一致性（相互竞争的利益追逐）、模仿性（在效仿中获得学习性发展）三种机制的作用下，我国高校科研奖励开始出现同质化问题。形成与科技奖励制度具有本质区别的奖励方式、内容和依据日趋严重的同质化。
一是奖励形式的一致性。默顿学派认为，科技奖励制度是对优秀科研成果的承认和肯定，承认是对科学家至高无上的奖赏。科技奖励主要是荣誉性的，不要把其与金钱直接挂钩[6]92。因此，为充分体现对优秀科研成果的承认，国内外科技奖励制度都是按照严格的标准和程序，对经过数年沉淀、学界公认的真正创新性成果、或经过较长时间大规模实施应用，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重大成果给予奖励。即经过同行专家评审、公示、隆重地颁奖仪式及社会公众的积极参与过程，发挥重要的在科技界的社会分层、荣誉分配，以及引导社会崇尚科学精神的“风向标”作用；采取纯精神奖励，或物质奖励与精神奖励相结合，但以精神奖励为主的形式进行。在国内外科技奖励制度发展史上，纯精神奖励（如英国女王奖，只奖励荣誉证书、奖旗，不发奖金）的奖项不占多数，但纯物质奖励的奖项是没有的[7]178。即是采取两种形式相结合，其物质奖励的“奖金”也只是象征性的；并且，国外科技奖励获奖后没有外加的物质待遇即派生待遇。因为获奖成果的科学价值是无价的，是无法用金钱来度量和激励的；况且没有精神奖励的“奖金”只能算“酬金”。没有精神奖励的科技奖励在称谓上是不准确的。但反观我国高校独有的科研奖励政策，则是一种典型的纯物质奖励，其中科研获奖奖项实际是一种派生待遇。金钱奖励的特征相当明显，采取“订单式”奖励。这种方式是将各种种样的科研产出形式，依据一定的数量、层级等量化指标为标准，奖励一定的现金数额。即只要符合“奖单”目录，就对发表的学术论文、获批的专利、获取的科研项目、获得的科技奖励等，列入奖励清单，在年终结算时将奖金如数打入个人账户，并不举行特别地颁奖仪式。由于该方式可明码标价，具有很强的奖金数字对比感和震撼性及冲击性，符合中国人的奖罚习惯，所以就成了时下流行的主流模式。但却造成一些教师用巨额公款购买（从项目经费中报销）的所谓“论文”，弄虚作假的所谓“成果”，自己花钱购买的所谓“横向科研项目”等，不仅没有得到应有的打击和制裁，反而能获得可观的相关奖项的奖金的奇怪现象。
二是奖励内容、依据的统一性和奖金额度提高的一致性。科技奖励制度作为促进国家科学技术发展和技术创新的重要机制及激励科技人才成长的重要手段，其评选依据是根据成果内在的科学价值或经济价值来确定是否奖励及等级，并不看重如成果数量多少、发表刊物层次等外显性指标。在奖励内容方面，起初，与科技奖励制度相类似，一些高校也象率先奖励的个别研究型高校那样，仅对学术论文等科研成果给予奖励；后来，随着政府高校学科、专业评估、教学水平评估、社会大学排行榜等除将科研论文等科研成果作为重要考核指标外，还将科研项目数量、科技获奖数量及人才数量等纳入其中，各高校便将这些列入奖励内容；近年来，随着学术界和政府相关管理机构对论文被引频次、ESI高被引论文及咨政报告的重视，高校间相互模仿，又先后将其作为新的奖励内容，取消对普通期刊等的奖励。表现出奖励内容的同一性和增减的同步性。
就奖励依据而言，各高校为解决科研奖励的技术操作难题，并迎合政府评价考核层层压力机制下指标体系的要求，把教师科研产出的数量、层级等外显性量化指标作为是否奖励及奖金多少的依据，而忽视教师学术职业知识传承和创新这一核心，且把教师的科研精神、工作投入等质的要求几乎没有实质性的体现。并按照同类高校的变化进行不断调整，如在科研论文等奖励指标设计中，近年来，各高校都依据SCI索引，中科院JCR分区、国内“三大核心”期刊目录等及纵向科研项目、科技奖励级别等“客观标准”作为奖励量化指标依据。如对SCI、SSCI等论文奖励方面，近年来各高校普遍改变以前简单地按照SCI、EI、SSCI、ISIP等收录情况给予相应奖金，而是具体地以期刊收录学科类别、影响因子、JCR分区、论文被引频次、ESI高被引论文等设置论文奖励等级和奖金多少的依据。
在科研奖金额度方面，相关量化指标所对应的奖金多少，虽在各高校间并无统一标准，随意性很大，但由于各类型高校、尤其是教学型高校把科研奖励政策作为吸引人才、稳定人才队伍的一项重要政策，便相互模仿，竞相抬高相关奖项奖金额度，普遍存在拔高趋势，具有一致性。也就是说，虽然各高校会充分考虑到自身的经济条件和科研水平状况，科研奖励政策的相关奖项奖励金额不同，但总体的发展方向和趋势却是一致的。在相关奖项奖金额度提高的同时，逐渐体现出“高层次”，改变以往大面积“撒胡椒面式”的奖励。这无论是从高校之间横向及某一高校科研奖励政策修定的不同版本来看，其变化都体现了这一典型特征。如对科研项目奖励，除部分教学型高校和高职院校外，地厅级科研项目已经不在奖励之列，奖励对象主要集中在国家级和省部级项目上，奖励金额也大幅度提高，如教学型高校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奖金额度大都由过去的3万元/项增长到10万元/项；在科研获奖奖励方面，除部分教学型高校外，其他类型高校对地厅级获奖也不在奖励之列，大额奖励主要集中在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和国家科技“三大奖”一、二等奖上；在高水平论文方面，各高校对发表在《Science》、《Nature》国际权威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普遍给予重奖，例如某大学对其奖励金额高达110万元/篇[8]。
三是奖励客体的被动性。国家科技奖一般都是在严格的科学评价，同行专家反复评审，奖励主体与客体充分互动的基础上形成的。但在高校科研奖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并无科学的科研评价，作为奖励客体的教师也往往处于一种价值无涉的失语状态。先动者高校能够获得科研竞争市场的先动优势；后动者高校为了实现跟随性发展和后发优势，在奖励内容、依据模仿先动高校的同时，也会对其进行修订。但对具体奖励标准的确定和实施流程等则都是由学校人事、科研等职能部门所掌控，入选刊物及奖励层级等各项实质性内容也是由校、院相关领导、个别学术权威等少数利益既得者博弈的结果；规定的作为校内最高学术机构的校学术委员会往往流于形式。而作为奖励客体的教师，只是被动的接受，在与其自身职业发展攸关的奖励中陷入一种价值无涉的失语状态。这种以行政力量为主导的奖励过程，使得各奖励环节缺乏互动，透明度不高，使教师失去了自我评价、自我反思，达到主体自觉的契机。
二、高校科研奖励政策同质化加剧科研异化
异化在不同学科有不同的理解。哲学上是指事物发展到一定阶段，事物偏离、甚至抛弃了其本来应有的本质，就是变质，也即异化。在这里，这种偏离、变质，主要是指从事科研活动人的追求目标的偏离和变质。因此，我们可把科学研究异化界定为：研究者在其科研活动中，偏离、违背了科研求真创新的本质和应有的目标及科研过程的内在规律，采取各种不当的非学术手段，为获取更多物质利益而从事的科研活动。
与一般科技奖励制度不同，高校科研奖励政策不仅严重偏离科学研究的本质和科学研究应有的目标，而且存在严重的重复奖，使科学研究功利化，充斥着铜锈味。
首先，异化科研本质。科学研究的本质在于求真创新，无创新的科研活动不叫科研，最大只能算作重复性地劳动，而与一般的物质生产无本质区别。因此，不断创新是科研的基本要求，也是科研的灵魂。但当下高校科研奖励“指标——量化——奖励”的模式，对教师的年度科研产出，只是经过二级学院、学校科研管理部门简单的“对标”和认定，就按奖励量化指标体系对应相应的奖金给予奖励，并不对其产出的内容进行必要地审核，更没有对其创新性进行评价，致使大量并无创新甚至学术造假“成果、项目”等等也给予奖金不菲的奖励，异化科研本质。表现在，一是高校科研奖励政策中过多引入SCI、SSCI等不恰当的量化指标体系，割裂科研内容和形式的辩证统一关系，导致科研形式化，异化了科研的本质追求。在高校科研奖励政策中，如上所述，仅把能够量化的科研产出作为奖励依据，而并没有真正看重其成果的科学价值和应用价值这一科研活动的本质内容。对于科研来讲，虽然成果的表现形式是重要的，没有必要的形式也许不能证明一个人的科研能力和成绩，但高校科研奖励政策仅以外在的量化形式为依据，使得相当一部分教师不去更多关注“说什么”科学研究的本质问题，即把科研应有的创新性和价值等置于次位，而把“哪里说”，即“哪里发”、“哪里引”等形式意义放在首位，SCI、SSCI论文至上。形式与内容严重脱节，一味追求那些脱离内容的形式，异化科研的本质追求。目前，我国一些高校打着“国际化”，“追赶国际前沿”的旗号，过份追逐“国际热点”；一些高校领导甚至提出“不以SCI、SSCI等量化指标体系为依据进行评价、奖励、激励，那用什么作为依据呢？”的伪命题。更加青睐SCI、SSCI等国外期刊主导的学术论文，论文奖金普遍高于中文核心期刊，乃至象《中国科学》、《中国社会科学》等这样的中文顶级学术期刊，在被考察的高校中，如对《自然》、《科学》大都奖励20－50万元人民币/篇；SCI一区、SSCI一区论文也一般奖励5－7万元人民币/篇；而《中国科学》、《中国社会科学》及《数学学报》、《哲学研究》等则一般分别仅为4－8万元/篇、2－4万元/篇[8]。事实上，学术论文仅是科研的外在表现形式和科研成果交流的一种方式，并非科研的本质追求；同样学术刊物仅仅是一种载体，与所刊登的学术论文质量有关系，但又不能完全划等号，学术论文发表在什么样的期刊上与论文本身的学术和社会价值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论文被引用情况与其科学价值并非呈正相关系。况且，科研成果的价值本应该由其自身的创新性、创造性、效用性等内在的价值内容所决定，而不应该由外在的形式（如刊物的影响因子、论文被引用的频次，是不是SCI等）所决定。科技奖励的主要任务就是“对科研活动的科学价值和社会价值进行判识”[7]202。因此，高校科研奖励政策简单地以量化指标为依据进行奖励，把在SCI等国际期刊上发表的学术论文作为学术水平高、科研成果质量高的标志；科研论文奖励普遍向国外学术期刊倾斜。是只看形式，不注重内容；只重数量，忽视质量，割裂内容和形式辩证统一的关系，严重异化科学研究的本质追求。
二是助推“常态”研究，异化科研创新的灵魂。科学研究是在遵循基本规律的前提下，不循规蹈矩，敢于与众不同，另辟新径。高校管理者为达到政府和社会等各项考核评价与排名靠前的需求，除了对相关量化要求指标给予重奖外，为了能在多中选优、多中达标、多中育优，便对目前能考虑到的科研产出形式及较低层次也普遍给予奖励。这会催生一些教师放弃科研创新应有的要求，以多求胜，在“常态”研究中获取更多科研奖金。如对承担的科研项目，项目主持人往往仅按照项目的最低标准，采取常规技术路线和便捷的方法，快速地产生更多的“常态”科研成果，尽快结题，获取科研项目奖金。
事实上，在当下我国科研评价机制下，政府科研立项单位、评委（科研成功者）更愿意资助那些业已成功、为研究热点、稳妥性更高的项目，以免承担异议责任追究；类似的，各级科技奖有“话语权”的评审专家，也循着这样的思路，把是否“国际热点”、“国内外领先”、高影响因子期刊论文等作为评审标准，确定是否授奖及等级；同样，学术期刊及其审稿专家也以此为标准决定论文是否发表，等等。对于这种状况，正象前中国工程院院长徐匡迪院士指出的，“颠覆性技术，这种创新在目前的行政审批和评审制度下，是难以实现的”[9]，甚至可以说，中国颠覆性技术是被专家“投”没了。因此，在当下我国科研更热衷于“常态”科研的环境下，加之高校科研奖励政策的刺激，使相当一部分教师在追逐“常态”科研，失去科研创新的灵魂，异化科研本质。表现在：寻找成功的案例，在别人、名人的理论框架下修补漏洞，便于产生更多的容易被同行专家认可的成果、项目、获奖；一味追逐“研究热点”，说流行的话题，以至于把别人、外国人研究的问题、方法移植过来，研究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科学问题，以便更省、更快、更多地发表论文，获取更多科研论文奖金；做应用研究、工程技术开发的，也甚至只想能在哪里快发文章、多出成果，一味追求技术原理的先进性，能否有技术发明，而不顾技术的兼容性和应用性及我国科技创新的实际需求。对相对冷门的、但科学技术发展必不可少的学科和问题；对处于萌芽状态，有可能产生重大理论突破，重大技术创新，但非主流话语体系、容易引起争议的科学研究；以及对解决生产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很多重要研究成果并不一定以论文的形式呈现的工程技术人员等显然不公。人为制造学科、科研发展不平衡，破坏科学技术发展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发展和科学技术体系应有的上下游循环链、生态圈。致使我国从2006年以来虽然SCI论文数量一直列世界第二（高校贡献80%以上）[10]，科技论文数量列世界第一，但2019年全球创新指数排名我国却排世界第14位[11]。其主要原因是我国高校、科研院所科研评价导向机制有严重问题。正象一些企业家指出的，华为研究院尽管没出院士、没有论文，但比国内一些SCI生产大户的著名大学贡献还要大[12]。
三是把科研手段、科研过程当成科研结果，混淆目的和手段、过程和结果的关系，偏离科研规律。科学研究尽管存在风险，失败是科研的正常现象，但科研最终是要产生创新性的成果，没有理论创新成果或应用性成果，不是一个完整的科研过程。如对于科研项目，尽管在“大科学”条件下，许多科研活动需有一定的科研资金投入，即需要科研项目的支撑才能进行。于是，人们往往将科研同项目、资金并在一起，将是否有科研项目及级别高低与其科研能力、水平关联在一起，甚至将科研等同于项目，有国家级科研项目，便是“厉害”的标志。基于此，高校对科研项目也给予奖励，甚至重奖。但是，科研项目作为面向未来进行的一种“预期性投资”，仅是科技创新人员提出的预设和研究方案，是科研的手段和条件；虽然对于科研项目申请过程，即从科研项目的选题、构思、设计、撰写项目申请书到立项开始研究，需要前期相关科研劳动的积淀和科研劳动的投入，属于科研活动过程，但却并没有真正产出创新性的科研成果。因此，科研项目、资金并不等同于科研成果，如果将争夺、获取科研项目、资金而不是科研成果当作科研的主要目的时，这实际是从根本上颠倒了科研活动的手段和目的之间的关系，即将本来属于科研手段的项目、资金当成了目的，而将本应是目的科研成果却变成获取项目、资金的手段。也就是说，在高校科研项目奖励政策作用下，项目本身而不是研究被高度评价了。即对于高校管理者来讲，变得重要的是如何催生高级别的项目和更多科研经费；教师更关注的是项目及资助项目研究，以获取科研项目与科研成果双向奖金，而非高校科研长期成功、持久发展的真正科学研究。混淆了科研目的和手段、过程和结果的关系，偏离科研规律。
其次，异化科研目标。科学研究的根本目标是形成创新性成果，这种成果主要包括理论性成果和应用性成果两大类。对高校教师的科研来讲，是在出创新成果的同时，又培养创新性人才，科研育人也是其重要目标。所以，高校科研激励政策理应以此为政策导向。但反观我国高校科研奖励政策，却把教师引向了科研功利主义者，消解高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完成。表现在，一是科研功化严重。科研活动可以而且应当通过企业经济贡献，从而实现其外在的功利意义和价值。但是，科研活动内在的意义和价值在本质上却并非是功利化的。它在本质上不断追求创新，从而把科学技术推向新的高峰。如果将市场经济的规则和逻辑变成科研活动的内在规则和逻辑，那么科研活动在本质上就被功利化了。因此，如果高校把市场经济规则和逻辑运用于高校的学术场域，用科研奖励政策纯物质奖励的工具激励教师的科研活动，实际背离了科研的本质，会把教师引向纯粹的功利主义者。这一过程的生成机制是：由于论文发表是教师获取科研奖金的源头，有了论文就有了一切，这就形成了“论文挂帅”，论文发表与论文引用频次（及ESI高被引论文）、科研项目、科研获奖相互派生、放大的“马太效应”，从中获取更多科研奖金成为一些教师思想深处的价值坐标体系。在这种科研奖励文化下，反倒使一些视学术追求为“天职”、淡泊名利者有些不正常，感觉不自在，他们认为这种充满铜锈味的奖励，是对自己的不尊重，是对其精神世界的玷污；同时又会使本来不计较名利者，变成“无利不起早者”，他们要把自己的年度科研奖金和个别人进行比较，总觉得自己吃了亏，看别人是用什么方法获得了那么多奖金，便在以后把此作为努力的方向，而把科研应有的目标忘却脑后。
二是背离国家科技创新战略需求，致使我国科技论文这一非常重要的战略性资源严重外流。SCI论文崇拜，重奖SCI、SSCI等国际期刊论文，使得一些教师把其作为自己的科研目标，把用国家科研项目经费资助的研究成果，首先投向高影响因子的国际期刊上，过早使国外同行了解到这些科技创新成果并率先加以利用。如针对砒霜治癌研究，我国相关科技人员做了大量研究工作，发现可以治疗一种癌症，但由于把论文发表在国外期刊，使得国外同行在临床实验的基础上，免费使用推广，并申请了专利保护[12]。尤其使国家创新体系持续机制失调，研发工作受制于人，并使一部分涉及国家尖端科技和国家安全的科技信息间接或直接透露给外国人，极大地损害了我国的经济、科技利益。正如中国科学院院士方精云所讲的，大家不分领域地只想着发表SCI论文，被国外的评价指标牵着走，看不到国家的发展需求并研究解决实际问题，这是非常可怕的，会把中国的科技发展引入岐途。
三是偏离科研育人的正确目标，消解高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完成。科技奖励本质上是一种导向、激励。对高校而言，首先是培养各方面的优秀人才，这是高校最大的效益。因此，对于高校教师来讲，“不能像以往那样充当传递权威真理的角色，教师的责任就在于教育和引导学生发现真理”[13]134，“探究深邃博大之学术，并使之用于精神和道德教育”[14]156。这样，高校的科学研究就为人才培养开辟了新的途径，即通过科学研究培养人才。科学研究的功能不能背离人才培养目标。但在当下高校科研奖励政策的导向下，不少教师把需要用更多时间和精力立德树人、科研育人这一更本质的要求忘却脑后，失去灵魂的卓越。
其三，高校科研奖励政策存在严重的重复奖。一是从科研劳动及其作为投入——产出知识发展流程视角[15]27-29，存在奖励内容的重复。高校科研奖励政策，不仅对科研劳动投入——产出的成果，即处于知识总的发展过程“流”的不同阶段，且不断发展与深化的一系列“中间产品”（主要是知识形态的产品如论文、专利等），并成为下一阶段的输入，直到得出的“最终产品”（主要是知识形态的产品如专利或物质形态的产品如新材料等）都给予奖励，而且还对并设有真正产出新的科研成果的科研项目、论文引用等科研劳动过程也给予奖励；以及对上一轮知识发展流程中的一些获奖成果也给予奖励，等等。
二是从科技奖励制度视角[7]223，还存在奖励次数的重复。对于真正的科技人员而言，他们从事科技活动的目标在于科技创新而非科技奖励。科技奖励只是他们实现其目标的过程中获得的副产品。同时，科技奖励制度本身作为对科学研究活动事后与外在的评价，它既不是对相关科研成果的内在科学价值或经济价值绝对准确的评价，更不会因其而增加成果的价值。也即如屠呦呦发现青蒿素的科学价值，并不因为其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而增加，也不会因为未获得2016年国家最高科技奖而有些许减少。只要我们承认科学发现的客观性及其科学价值的内在性，就应该认识到青蒿素制品的药效并不会随获奖与否而起落。因此，对教师获得校外各级、各类获奖同一成果，但并没有新的科研劳动投入，没有增加其科学价值或经济价值，学校若再对其给予多轮回奖励，则属于奖励次数的重复，是不合理的。但在高校科研获奖奖项及其实施过程中，却往往存在教师用同一科研成果从最低的二级院系和校级获奖后，又可用其获得市厅级、省部级、教育部再到国家级和社会力量设奖的科研奖励成果，在学校科研获奖奖项中多轮回、先后反复获得最高可达七、八次的这一奖项的奖金。
总之，我国高校科研奖励的同质化及重复奖问题，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特定阶段的产物，曾经在促进高校科研外延发展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它已脱离我国目前高校高质量发展和科技成果的内涵属性，背离高校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引发科研功利化倾向；助推“常态科研”。严重异化科研本质和科研目标。
三、分类分阶段精准治理
教育部、科技部等三个重磅文件提出了关于取消直接依据SCI论文相关指标对个人和院系的奖励、加强论文发表支出管理等一系列负面清单制度，一旦釜底抽薪，将从上游系统切断SCI等指标崇拜的利益驱动链条，在高校必将带来一定时期科研激励的“空洞效应”，倒逼激励科研创新生态系统进行重构。相关部门、尤其是高校要充分利用这一“窗口期”和有利时机，积极探索和实践，加快基层高校科研奖励政策的治理，以确保国家治理上下游系统的通力协作和落实。鉴于高校科研奖励政策形成、发展的历史性和复杂性，有其深刻的认识论根源和文化背景。因此，对其治理可按分类分阶段的思路进行。具体是：首先，遵循科研规律，按照内容和形式、手段和目的辩证统一关系，首先建立起以形式服务从内容，最终看其科研成果是否有真正意义上的创新，最终看对科学技术发展、人才培养质量和国家科技创新实际贡献的以质量为导向的内涵评价体系。如在高校学科、专业评估、高校办学质量评价中，不以SCI等论文数量、被引频次、科研项目层级、经费规模等量化指标作为前置条件和判断的直接依据。进一步，为解决高校科研定量指标偏离质量属性，应加强定量评价方法与质量导向的相互兼容，建立定量指标的质量标准对数量标准的单向替代机制，即不能简单地用定量指标标准；并切实改变现实中较低质量标准成果与较高质量标准成果的相互等价机制。应根据成果属性，建立高质量成果对低质量成果的单向替代机制，让低水平成果失去存在意义，使“速度”、“数量”求胜的逐利模式难有立足之地。
其次，坚守科研本质，遏制科研功利主义行为。高校科研奖励本质是一种激励科研功利主义的做法。因此，教育行政和地方党政主管部门及高校领导要切实承担起科研奖励政策治理的主体责任，全面纠偏纠错“五唯”倾向，确保“破五唯”政治任务在基层高校落地。一是下决心克服“便利行政”的“赖政”行为，从思想深处走出“不以SCI等论文量化指标体系评价、奖励、激励科研，那以什么标准为依据？”伪命题的误区，建立科学的高校科研评价、激励政策体系，并与高校教师职称评审政策、学校领导班子和个人业绩考核、选拔任用等各个方面结合起来，强化作为高校校长法人代表的问责机制，以从源头上确保高校科研奖励政策治理任务的落实。二是高校、尤其是研究型高校要切实按照科技部、教育部的要求，以尽快取消SCI等论文奖励为突破口，逐步切断高校科研奖励政策中，科研项目、科研获奖、人才项目奖励的源头，遏制以论文为首、相互派生放大的“马太效应”。因为这类学校具有强大的文化资本，大部分教师本身又具有良好的学术习性和科学精神，因而对其奖励既不需要也没有必要。对治理彻底的高校，教育部要及时树立先进典型，以发挥其示范、带动作用，消除一些高校对如何“破”，仍在坐等观望和“枪打出头鸟”的担忧，以切实解决高校科研奖励政策同质化的问题。三是逐步取消高校科研项目、论文引用、科研获奖等重复奖。这类问题在教学型高校尤为突出。随着高校科研论文奖励治理的逐步深入，由于这种重复奖不仅不合学理，并加剧科研功利化倾向，因而对其取消也会被高校和教师所理解和接受，在实践中阻力会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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